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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视角，发微探幽 
——刘平著《文化与叛乱》评析 

 
陈连营1 谢贵平2

（1．故宫博物院，北京，100000；2．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山东，济南，250100） 

 
 

以往对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多从纵向的政治史、事件史角度入手，注重探讨秘密社会的组织渊源、

系统流派、重要人物以及秘密社会的重大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聚焦于教门、会党的形成、发展、演变及

活动的考证和争论。至于秘密社会的横向联系，包括他们与社会、与文化传统的关系则少人问津。 

山东大学刘平教授撰著的《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
①
一书从文化角度入手研究秘密

社会，多方面揭示了清代秘密社会存在的文化土壤及其文化内涵，探索出其走向叛乱的文化背景、思想根

由和契机，阐释了文化与叛乱之间的关系。作者在此基础上对秘密社会的叛乱行为作出新的认识和评价，

从而“把中国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②

 

一、《文化与叛乱》的结构 

 

该书除导论和结语外，共有四章内容。导论部分从概念、研究目标、国内外研究动态、研究方法等方

面勾勒了全书的研究框架。 

第一章以巫术和宗教（尤其以宗教异端）为重点，从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的角度考察了清代秘密社会

存在的社会文化环境。作者认为，无论是巫术还是世俗化的宗教及宗教异端思想，都是秘密社会信仰的主

要源泉，同时也对秘密社会及其叛乱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二章和第三章具体探讨了清代秘密教门的文化内

涵，一方面对秘密教门的经卷、教义和“反清复明”思想提出自己的看法；另一方面对巫术、符咒、禁忌、

气功等文化现象在教门及其叛乱中的表现进行了详尽论述和客观评价，从而说明秘密教门为何能长期生存

于传统社会并经常发动叛乱的原因。第四章具体讨论了清代秘密会党的文化内涵，认为会党中的“义”的

观念有多方面的作用。巫术、宗教因素也是会党连结的纽带，社会习俗如歃血盟誓、械斗之风等对会党具

有深刻的影响。 

结语部分主要探讨了中国历史上农民叛乱的主客观原因，着重探讨了文化因素对农民叛乱的影响，从

而对农民的反抗给予新的定性和评价，这不仅是作者重要的学术贡献，对预防和处理今日的社会反抗也具

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文化与叛乱》的创新价值 

 

（一）作者广泛运用宗教学、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民间文学等理论和方法，以文化为视角

来研究秘密社会，新颖独特，为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 

传统中国是一个文化积淀深厚的社会，种种文化因素在人们的行为、活动特征上烙下深深的印迹。开

篇伊始，作者就对传统文化、文化传统的概念进行了辨析。人们通常使用“传统文化”一词指代过去的、

历史的文化，这是一种静态的概念，并且往往带有很强的价值判断色彩。文化传统的两个显著特征便是人

民性和延续性（内容提要 P2）。所谓“文化传统”，意指文化传承，也就是以往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在当时

与现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与流变（P6），作者以“文化传统”作为该书的基本视点。 

社会中的不同群体因阶级地位、经济条件的不同，在信仰、行为上表现出很大的差异。秘密社会的主

要群体是破产农民、城市平民、手工业者、运夫、船民、僧道医卜、散兵游勇等，他们由于长期生活在下

层，得不到正规教育，深受下层文化（或曰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环境的熏陶，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和信

 
① 刘平：《文化与叛乱——以清代秘密社会为视角》，商务印书馆，2002 年版。 
② 南京大学蔡少卿教授语，见该书《前言·鸣谢》，第 10 页，以下引用该书内容仅注页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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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体系。这种文化观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必将对其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清代的秘密社会及其发动的叛乱，

就广泛地借用了当时社会的文化结构功能。 

在新旧世纪之交，我们发现，中国社会的封建专制思想阴魂不散，一般民众对巫术、宗教、谶语、禁

忌、气功的迷信等等，仍然在人们头脑中延续，这就警示我们：文化传统并不完全受到社会性质、社会制

度的制约，其中的负面因素如封建迷信思想、反政府思想，在当今社会仍有传播的土壤和空间。由此可见，

清代秘密社会的叛乱，包括当今社会农民的反抗行为都跟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只有从民间文化出发，

才能从更深层次上把握民众叛乱的思想渊源和活动特征。 

此外，本书还采用分类、列举、比较等方法，对流行于秘密社会的巫术、魔术、法术、符咒、谶语、

谣言、揭贴、占卜、扶乩、戒律、誓词、纪律、隐语、暗号进行较为细致的清理，揭开了秘密社会神秘的

面纱，揭示了秘密社会与文化传统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作者通过剖析清代秘密社会生存、发展、反抗、

演变的文化背景，尤其是其思想信仰因素，揭示了秘密社会反抗的深层原因。由此得出结论：文化是秘密

社会信仰的源泉以及能够吸引民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制定内部日常行为准则的依据；是内部组织得以维

持和动员、组织民众叛乱的现成武器。在叛乱的过程中，又是鼓舞士气、振奋人心，提高战斗力的工具。

这使我们对于秘密社会的产生、民众基础、行为性质以及文化特征，有诸多新的认识，为我们认识秘密社

会的独特性、神秘性及其生存的顽强性提供了一把金钥匙。 

（二）对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的文化内涵作出了具体、深刻、透彻的分析，开拓了秘密社会史研究的

新领域。 

秘密教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秘密教门植根于中国古老的农业社会，与民间文化和民间信仰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作者从秘密教门的教义核心思想——“劫变观”与“无生老母，真空家乡”（“八字”真言）

入手，细致分析了秘密教门如何利用下层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心理需要，对正统宗教教义进行改造和利用，

从而形成自己的救世理论，成为他们发动叛乱的工具，如“入教避劫”之说，既是各教门动员民众入教的

手段，也是教门中那些抱有特定政治目的的人发动叛乱的阶梯。此外，作者还对清代秘密教门中的宝卷和

“反清复明”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从另一方面揭示了秘密教门叛乱的思想根源。 

对于笼罩在秘密教门身上的那些引人注目而又使人不明就里的神秘因素，如巫术、符咒、谶纬、谣言、

揭贴、占卜、扶乩、气功、武术、禁忌、隐语暗号等现象在教门中的反映，作者专门用了一章篇幅，进行

了集中探讨和深入研究。使这些一般人看来十分鄙陋、荒诞、“妖妄”，同时也无法伸手去撩开其面纱的“神

秘”因素变得不再神秘。这些落后的、愚昧的文化现象，根植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包含在中华民族的

“一般精神”之中，这就更全面、更深刻地揭示了秘密教门之所以能够长期生存于传统社会的原因。 

由此可知，秘密教门的叛乱广泛地借用了民间社会大众文化因素，尤其是宗教、迷信与宗教异端思想。

民间秘密教门大都利用、改造了正统宗教的思想资源和组织形式，宣扬世界末日将至，教主则奉最高救世

主“无生老母”之派，特意下凡来人间普渡众生。只有加入本教门并笃从教主之命，方能免遭劫难，并回

归老母所在的极乐世界——“真空家乡”。正是在这种信仰的支持之下，即使教首被杀，其妻儿徒弟仍然

接续传习，甚至当整个上层宗教领袖集团都覆灭了，都不能阻止人们对它的信仰和对创始人的顶礼膜拜，

这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力量！
①

秘密会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对于清代秘密会党，以往的研究者最为关注的是天地会的起源、性质等

问题的争论，迄未息讼。作者跳出圈子，从社会风俗、民间文化、民间信仰的角度，去探讨秘密会党生存、

演变的文化背景，揭示其文化内涵。 

首先，作者叙述了歃血盟事的历史渊源，以及它在下层民众中的广泛传播和在会党中的具体表现。指

出下层民众的歃血盟誓，实质是在于虚拟一种血缘制度，作为正统家族关系的延伸和补充。一方面起着联

络感情的作用，另一方面使许多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不安定分子借此纠党结会，逞其异志。书中还特别提醒

我们：歃血盟誓并不是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专利，秘密社会以至普通反抗者，无论是土匪团伙，还是一般

的民变、叛乱，歃血盟誓、杀牲祭旗都是其起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所以，我们在谈论有关问题时，

必须因人因事而论，将一般的民间结拜与怀有反社会、反政府目的的结盟拜会区别开来。 

其次，作者探讨了秘密会党的思想核心——“义”。江湖义气在传统社会中有淋漓尽致的表达和传播，

 
① 马西沙：《清代八卦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 页、7 页。 



 417

                                                       

对秘密会党的信仰有深刻的影响。“义”原是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宋、元以来，市井

文艺和民间文学繁荣发展，特别是在明代，其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桃园结义”、“梁山聚义”等“义”的

观念广泛流行于下层社会。会党是下层社会组织，无法从上层文化中吸取营养，民间文艺、民间文学就成

为他们建立自己的帮会文化的当然来源，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道德观念和法律观念。清代日益壮大的游民

队伍是“义”的观念的主要寄生土壤，游民中的“精英人物”则可能利用这一思想作为聚众叛乱的工具，

这在清代会党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另外，作者还具体分析了会党仪式、隐语、暗号、数字、誓词和戒律中

所体现的“义”的思想。秘密会党的“江湖义气”是一种相对概念，并不真正体现底层群体的“平等”、“友

爱”精神。正如蔡少卿先生曾提出：“秘密会党的组织形式摹拟了传统的血缘、家族制，在实际上采取了

封建家长制的统治，并不具有什么‘民主’、‘平等’色彩。”
①

再次，对于以往研究者忽视的秘密会党中的巫术、宗教、迷信等因素，作者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认为

教门与会党都深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巫术、宗教的影响尤甚(P283)。作者指出，天地会与佛教似乎有不解

之缘，从嘉、道以后的洪门仪式来看，道教的因素可能更多一些。从许多天地会个案来看，巫术的因素也

不容忽视，算命、测字、风水、谶语等迷信现象多有出现。在各种洪门秘籍中，儒家伦理说教占了相当比

重。所以，会党与巫术、宗教、儒家伦理等文化现象关系十分密切。由此我们可知：秘密会党也借用了传

统社会中的文化内容，在他们未曾起事、叛乱时，便“合理”地蛰伏于民间社会。一旦时机来临，便迅速

掀起一场场波澜（P291）。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文化现象的普遍性，从而理解秘密会党赖以产生的文化

背景及其表现出来的亚文化特征。 

 

三、《文化与叛乱》的新观点 

 

作者勇于提出新观点，察人之未察，明人之未明。这些新观点有些地方虽有待进一步探讨，但对于我

们更深入、更客观公正地研究秘密社会无疑具有重大的启发和指向作用。举例如下。 

1、对宝卷的重新分类和定性。以往研究秘密教门的论著大都认为宝卷与秘密教门相伴生，宝卷即“邪

经”，而民间文学研究者则把宝卷仅仅视为文学作品。作者从宝卷的缘起、流变及人民性、文学性入手，

将宝卷细分为四类：一是宗教类宝卷；二是杂取宗教教义、民间故事、小说、戏文的文学性宝卷；三是秘

密教门的叛乱性经卷；四是属于秘密教门系统的劝世经卷。其中第三种为叛乱性宝卷，第一、二、四类为

非叛乱性宝卷(P114-115) 。这种精细的分类和定性，揭示了宝卷与大众文化传统之间的联系。“秘密教门

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上形成的，其经卷（从形式到内容）、信仰是与传统的文化生活、宗教信仰混合在

一起的”，“即使教门宝卷中浸润了‘无生老母，真空家乡’的叛逆思想，一般教门中人也并不会因此走上

叛乱之路，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宗教迷信的满足，文化娱乐的欣赏，行善积德的说教，而不是毁家纾难去造

反”，“秘密教门的宝卷，尤其是叛乱性宝卷，必须和其他因素结合起来，才能使叛乱成为现实”(P128)。

这种分析无疑更符合实际。 

2、对清代教门“反清复明”思想的探讨。对于“反清复明”思想的研究，以往学者主要集中于秘密

会党方面，将“反清复明”思想视为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专利。关于秘密教门的“反清复明”思想，尽管

存在很多材料（但也很零乱），但无人进行过系统研究。作者从大量档案、经卷资料出发，系统梳理了清

代秘密教门的“反清复明”思想的根源、特点、表现形式和作用，归纳出清代秘密教门“反清复明”思想

的两大特点：一是继承了历史上“借前代反当代”为号召的做法，二是借用民间文化，同时掺入了弥勒信

仰、劫变观念等内容，尤其是谶语作为宣传工具(P145)。 

3、对会党“忠义”思想的批判，以往人们都注意到“忠义”思想对会党的正面影响，而忽视了其负

面影响。作者指出会党的“忠义”思想并没有反对封建专制的阶级意识，而是一种小团体的本位意识，团

体之内追求绝对平均主义，团体之外则肆无忌惮地放纵其残酷本性，显示出流氓无产者的极端破坏性。会

首渴望称王称帝，并以会内成员分封官爵王位作为内部激励的工具。“忠义”思想也是皇权主义的反映，

其思想实质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统治。作者认为以往许多人对清代洪门中的“反清复明”思想大力

赞扬，实际上这种思想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在清朝灭亡以后，很多洪门会党很快就失去精神支柱，要么回

 
① 蔡少卿：《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第 14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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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打家劫舍的犯罪集团，要么沦为反动派包括外国侵略者的鹰犬。所以“忠义”思想仍属于封建主义思想

范畴。 

4、以林爽文起义的个案分析为切入点，探讨社会风习与叛乱之间的联系。作者从清代台湾移民社会

的特定环境和文化传统入手，经过深入研究后得出新的结论：林爽文起义不是天地会有意识、有目的发动

的一次起义，而是东南沿海，尤其是台湾地区拜把结会传统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一次裂变，事后清政府的

竭力追查和残酷镇压，是天地会蔓延、演变的契机。分类械斗不仅是林爽文起义的诱因之一，也是起义发

展、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相应地，林爽文起义时的“义民”武装，也是分类械斗的产物，而不能单纯地

视为地主武装，或是对抗“乱民”的“反破坏力量”（P314）。 

作者不仅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提出了新颖的观点，尤其是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全局性观点。他在结语中

提出的关于农民叛乱的定性及分类的标准，对于我们重新审视中国农民反抗，包括当代社会反抗等诸多问

题，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 

作者认为，以往仅用“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来涵盖农民反抗是不够的，用经济性斗争、政治性斗

争来划分也有局限。由此提出以是否具有推翻现政权的目标及其相应的活动内容划分为两类：一是反社会

行为（一般的民变、土匪活动、械斗等），一是反政府行为（如清代秘密社会在“反清复明”、“劫变”、“争

天夺国”等思想观念指导下的叛乱）。并指出：“大多数秘密社会的叛乱，尽管其思想信仰中包含有明显的

反政府倾向，但一般都旨在敛钱、抢劫等，应归于反社会性质”(P348) 。不管是何种类型的农民反抗，

都不能一概视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尤其是秘密社会发动的叛乱，更不能笼统的看作是农民“革命”。

这与叛乱者的文化观念、思想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P348)。 

作者探讨文化内涵只是手段，其宗旨是为了分析、重新评估秘密社会的造反性质。书中使用“叛乱”

这个中性词而不用“起义”、“革命”，表明作者对秘密社会的造反持中立态度。作者在对秘密社会的文化

内涵做了深刻分析后得出结论：“无论哪个朝代，哪个秘密社会发动的叛乱，都不能笼统的视为‘农民革

命’”；“因为他们只能从他们所熟悉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领域寻找思想武器，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叛乱只

能‘破旧’而不能‘立新’”，秘密社会的叛乱“具有进步的（正义的）、落后的甚至反动的（非正义的）

或者两者兼有的作用”(P345-349) 。 

有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下层农民的叛乱并不总是发生在生活最贫困、受剥削最严重的地区。作者指出，

叛乱者的主观因素、文化意识信仰层面，既是导致叛乱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估量其叛乱性质的重要依据。

因此，为避免偏颇，在研究农民反抗时，既要注意客观因素，也要考虑主观因素 (P42) 。主观因素也可

被理解为叛乱者的主观作用。其中，叛乱领袖的作用不可低估。他们因膨胀的野心而发难，并以特殊的社

会阅历、超人格的魅力达到一呼百应的效果。可以说，文化传统因素不但为农民变为叛乱者架起了桥梁，

也使其在叛乱过程中迸发出巨大的勇气和力量(P347)。所以，农民叛乱不纯粹是被动行为，有时也是一种

主动行为，更多的是主客观综合作用的结果(P346)。 

作者认为，从秘密社会的信仰及其叛乱过程中所利用的文化因素来看，更多的是文化糟粕，其荒诞不

经一目了然，盲目性、落后性、保守性的特征非常明显。从秘密社会的活动来说，其在叛乱过程中大肆破

坏，很多时候是针对一般民众，其阴暗面和消极面也显而易见。所以，我们不能因为历史上的秘密社会曾

经发动过“反封建斗争”而予以一味的肯定。(P349) 

任何一个不关注现实的史学家都不是真正的史学家，作者以高度的时代责任感关注现实的农民反抗。

通过深入研究历史上农民尤其是秘密社会的反抗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处理当今社会反抗倾向具有重要的

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仍是决定中国社会是否稳定发展的关键因素，由

于种种原因，农民的不满和反抗情绪并未熄灭。缘于此，作者认为“有必要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反

抗问题”，以达到“预防和处理今日农民的‘反抗’倾向”。而对照历史，发现“以往农民叛乱的阶级基础

和社会基础在今日已经削弱或不复存在。但传统农业社会中的文化观念，习惯势力仍然像梦魇一般缠绕着

中国的农民阶级”(P349)。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同时，由种种文化因素孕育而成的社会

反抗问题，仍然值得重视(P14)。 

 

四、值得商榷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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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项开创性的成果，其不足之处也在所难免，本书虽有许多重大的发现和突破，但也存在着一些

不足，主要表现如下。 

一是中心论题“文化与叛乱”的关系，在书中未得到明确系统的阐述。 

作者以大量篇幅论述了秘密社会生存的文化土壤及文化对秘密社会的影响，认为文化为秘密社会提供

了思想和组织资源，但这仅仅是走向叛乱的一个必要条件，至于秘密社会是如何在这种思想支配下走上叛

乱道路的，他们发动叛乱的动因和契机又是什么？作者认为促动因素主要有三类：一是外在因素，如社会

矛盾、自然灾害；二是内部因素，包括教义、组织、首领等等；三是神秘因素，即秘密社会的文化内涵。

第三类实为第二个原因的补充（P159）。并以林爽文起义为个案研究，来说明秘密社会的思想根由、促动

因素和叛乱之间的关系。 

这一分析模式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仍不免有点以偏概全之感，因为宗教异端、社会习惯（宗族

械斗、分类械斗）、民族冲突、土匪活动、民变都可能引发叛乱。而文章对引起秘密社会叛乱的重要因素

——促动因素和契机虽在正文和结语中有所论述，但没有系统展开，容易使人误认为文化因素就是秘密社

会走向叛乱的主要原因。 

二是谋篇布局的问题。正如秦宝琦先生在本书的“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该书内容上以客观分析见

长，但有些地方过于铺张，如对秘密社会存在的文化土壤和宝卷的分析。有些地方未能充分展开，尤其是

对叛乱首领的定量与定性分析（这是民众走向叛乱之路的重要一环）。作者如能参照上面所述，专辟一章，

以叛乱首领的文化背景为平台，结合秘密社会叛乱的促动因素与契机，以及一些秘密社会叛乱的典型事例，

来重点分析文化与叛乱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全面系统。 

综览全书，资料宏富，考辨有力，论述精辟细致是作者的强项。作者用功之勤、搜罗之广、去取之妙

以及眼光之敏锐、思想之深邃，尤其值得称道。虽有微疵，但瑕不掩瑜。新领域的开辟、新观点的提出，

跨学科理论的运用及对现实的高度关注，使该书融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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